
石，百兽率舞”，或是扛大木时“杭育，杭育”的

就词语的

和汉语的“技”，作为“艺

认为不过是一组技艺而已，例如作诗的技艺。”

现代人所说的“艺术”一词，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的内涵随

着人类审美意识的不断发达而向前游移。也许当我们现在谈论艺

术这个话题时，对于究竟什么是艺术，每个人的心中都早有一个心

领神会的体验，她是那样的精细而微妙，可以清晰地辨别艺术与非

艺术的差别。然而，在艺术的观念尚未完成独立和自觉的时代，便

不存在我们现在称之为“艺术”的这种东西，这在古代的中国和西方

大体都是一致的。科林伍德说：“我们今天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他们

（古代人

、英语的使用和生成来看，德语的

术”一词的前身，都同样包含着“技术”和“艺术”这两层意思。

在此基础上，所谓“艺术精神”，也同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

指称，并具有更为鲜明的时间性、空间性及民族性。当生活在中华

大地上的远古先民第一次在岩壁上庄严地刻画了一只野兽的形

象，或是初次“击石

劳动号子的诞生，都可能是“艺术”起源的最初标志。而更重要的

是，随着原始人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他们同时也便具有了“艺术

精神”，只不过这时候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不是某个人的，不

是某一阶层的，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属于整个群体族类的

浑然一体的精神活动。从六七千年前陶器上精心绘制的具有神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第英①



都对魏晋以后的艺术精神给予了极大关

秘象征意义的纹形，到商周青铜器上展现出的“狞厉之美”，到秦

始皇、汉景帝墓葬中肃穆气派的兵马俑，再到各地汉画像石墓中

集朴拙灵动为一体的画像砖石，魏晋以前数不清的工匠艺术家

创造了各自时代的独特艺术精神，可以说，每一时代的艺术中都

完美地展现着那个时代的整体心境、信仰、希望、语言。

魏晋以后，文学艺术逐渐摆脱实用和宗教观念的束缚，步入

了自觉和独立的境地，艺术创造的主体也由广大的工匠艺术家，

转移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由群体的创作结晶，转移到了个体的

个性化创作。这时艺术才更多指向那些纯粹的艺术，艺术精神

则往往表现于经典艺术、纯艺术本身，表现于个体艺术家的个性

及对宇宙、人生、社会等的精神体验。

鲁迅先生

由是可知，中国艺术及艺术精神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实现

其自身的。这一条脉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自上

古至两汉，为广义的群体性艺术的阶段；魏晋以后，为狭义的个性

的以纯艺术为主流的阶段。然而从目前学术界对中国艺术精神的

认识来看，往往以纯艺术为中心，忽略更为广义的艺术；以文人阶

层为中心，忽略艺人工匠的创造；以绘画为中心，忽略与其他艺术

形式之间的精神会通。人们对于艺术精神这一崭新命题的关注，

也大多集中在魏晋以后，或中国历史的精英们的身上。如宗白华

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

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

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也认为：“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

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②鲁迅《而已集

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世说新语①宗白华《论



注。台湾学者徐复观于 年成书的《中国艺术精神》可谓第一

部全面探讨中国艺术精神的专著，其主导思想则主要以绘画艺术

之精神变迁为典型，分别探讨了先秦孔子的音乐精神、庄子的所谓

“道”及其对艺术精神主体的发现，魏晋、唐、宋、元对这种艺术精神

之主体的落实与再创造，梳理了一条中国艺术之美产生发展的基

本脉络。应该说，各家都把士大夫、纯艺术当作了中国艺术精神

承载主体。

这样的眼光固然是不错的，却造成了相应的忽略，因此并非中

国艺术精神的全貌。孔、庄至魏晋宋元一脉是否可以作为中国艺

术精神的代表，在当代已经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另外，由先秦哲

学中的艺术萌芽，如何一跃而蓬勃地发展出魏晋以后精微的艺术

精神？是不是魏晋以前的艺术精神就只是贫乏和苍白？这是值得

深思的。

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有许多重要的不能

忽视的环节，汉代艺术精神即是其一。

汉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两汉以前，中

华民族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属于较为纯净的民族文化

的时期。

从人类学的视野看去，汉代则处在由神话语言向非神话语言，

由巫术思维向宗教思维转型的时期，浪漫与理性的混容，造就了极

具时代特征的精神氛围。

再从其思想背景来看，先秦各种思想都是在两汉时期定型，经

过重新整合，形成一套统一的理念，然而又并非单调的统一模式，

由权威思想的推崇，到思想解放的新追求，构成了两汉思想的基本

脉络。

就各门艺术来说，也是在汉代经过了由本元到一元、由群体性

向个性化的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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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小赋、古诗、隶书、草书等

两汉文化的创造性、丰富性、流动性构成了两汉艺术精神嬗变

的底色。故而，在此特殊时代环境中凝结而成的艺术应该被看作

中国艺术发展链条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然而就汉代艺术及其时代精神本身来说，研究者的态度往往

是倾向于把两汉作为一个整体，用一种特征来概括它们的精神。

年代，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

变化作了鸟瞰式的把握，认为汉代艺术精神上承楚文化遗绪，同属

浪漫主义的屈骚传统，人的自觉和文艺的自觉，始于魏晋。袁济喜

也在《两汉精神世界》一书中提到：“汉代的艺术精神来源于以秦楚

两种文化为主体的融合。” 或认为汉代艺术是秦楚文化的延续，

或认为汉代艺术有着基本一致的精神特征，同样都没有对汉代特

有的艺术精神及两汉艺术精神的嬗变给与充分的重视。

我们知道，汉代艺术仍处于尚未独立而又趋于独立的浑元时

期，各种艺术现象之间，艺术创造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人的普遍心

理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汉代的艺术精神不但是一个

连续建构的过程，而且由不同的层次共同构成，具有极为丰富的内

蕴。那么，汉代艺术精神的根本特征究竟该如何加以认识？两汉

艺术精神嬗变的轨迹怎样？促成汉代艺术精神嬗变的内在动因和

外在因素都有哪些？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对两汉艺术精神及其嬗

变轨迹作出宏观的历史的普遍联系的研究和总结。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两汉具体的艺术作品上时，会不由得感

叹，这的确是个富于创造活力和激情的时代。帛画、散文、汉大赋、

乐府民歌、石雕、陶俑、画像石（砖

等琳琅满目，然而细细品味，似乎很难将这些艺术作品统统归摄于

一种艺术精神的主导之下，武宣时期盛行的洋洋大赋与东汉中叶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①袁济喜《两汉精神世界》第



绘现实为主题的画像石（砖

悄然兴起的抒情小赋，西汉以步入天堂为主题的帛画与东汉以描

，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与绮靡伤感的

《古诗十九首》，西汉霍去病墓前浑朴内蕴的石雕卧马与东汉四川

墓葬中绘声绘色的说唱击鼓俑、弹琴俑；端庄凝重的隶书与跃跃欲

飞的章草，只要稍加对比就可发现其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意蕴都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应该说不完全是由于技术水平的因

素，更直接源于时代精神转型带给艺术的影响。

、五言古诗、草书、抒情小赋等为代表的体裁，同时原有

毕竟，西汉立国到东汉衰亡共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样

漫长的时间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前后对比一

下，便可以发现西汉建国至西汉末期，汉代文化精神尚处在春秋战

国文化的遗绪阶段，成事于楚地的西汉帝王与功臣们，在秦地丰沃

的土壤上，以秦、楚文化为中心融合全国各地文化，然而这时的文

化融合只是一种全面地继承，或许我们可以将西汉看作先秦各地

文明的全面总结；西汉末期至东汉末期则进入了一个汉代新文化

的开辟阶段，此时才真正体现了佛教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汉

民族汉帝国统一的文化精神。比如在此时期内，以儒学为中心的

思想整合已经完成和得到落实，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它自身的弊端，

于是各种新思想得以趁机产生或复兴；从人的精神状况来看，西汉

所进行的思想整合与权威的树立，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权威的旗

帜，而东汉权威的衰落与新思想的产生，则呼唤人们回到自我；再

从文学艺术的变迁来看，西汉文学艺术紧承楚辞、楚画、楚歌及《诗

经》，以汉大赋、壁画帛画、乐府民歌为代表。东汉则新出现了以汉

画像石（砖

的旧体也生发出了生命的光彩，如隶书、篆书、陶俑等。比较之下，

两者之间的变奏是极其明显的，而东汉时期文学艺术的创造与发

展，正是魏晋艺术精神走向独立自觉倾向的宝贵积累和启发。因

此，我们可以说，两汉艺术精神的嬗变是中国艺术发展成长历史上



女儿，魏晋艺术则仿佛一个

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正因前人言汉代艺术多较笼统，使我们不能充分注意到两汉

艺术的发展。具体比较，西汉与东汉两个时代，各门类艺术明显都

有这样一个嬗变的轨迹，文学的主体由散体大赋过渡到了散体大

赋与抒情小赋；诗歌由四言过渡到五言，由缘事过渡到缘情；绘画

产生了新型的代表形式，汉画像石和画像砖；书法由滞重到空灵；

音乐则由热烈而趋向热烈与清雅的交织；艺术的创作逐渐由实用

性很强的技术发展成为个体创作者发自内心的情感寄托，由群体

性的寓教于乐的活动变为独自赏玩的艺术表现，由“壮夫不为”的

雕虫小技变为士大夫才能和身份的象征、精神的寄托。

两汉艺术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精神特征，西汉的艺术都脱不开

那种拙朴浑厚的底蕴，虽然汉大赋上承楚骚遗绪，释放出浪漫而华

丽的亮色，但依然因其试图囊括万有、包罗天地的创作方式而显示

出了质实、笨拙的一面。至东汉抒情小赋的流行，则明显向着小巧

空灵的方向发展了；尽管西汉隶书笔画有所减省，但仍以其端正凝

重的品质著称，至东汉隶书与章草则抛弃了书体之“正”的根本原

则，向着变化、飞动、多姿多彩的方向发展；此外，秦及西汉出土的

各类陶俑均表情温和、凝重，以端庄静穆为根本特征，东汉的陶俑

却姿态各异，表情各异，生动活泼；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帛画，尽

管在题材上大大地丰富了，但仍是在静止时态中孕育了诡异的象

征意味，东汉大量繁兴的画像石艺术则趋于动态中最真实的生命

表现。

当然，东汉艺术与魏晋六朝艺术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东

汉艺术就像一个刚刚懂得羞涩的豆

风韵胜人的美丽少妇，历经沧桑，依然可以看得出成长的痕迹。

两汉艺术中精神气质的显著差异，构成了艺术史上的重要分

水岭，西汉艺术堪称上古艺术的终结，而东汉艺术俨然中古艺术的



思想的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东汉

发 。东汉的艺术实践，至魏晋时代终于演变成了颇具声势的文

学与艺术的独立与自觉的时代潮。

所以说，两汉，并没有一种可以一言以蔽之的统一艺术精神存

在，只能说，汉代艺术精神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展现的。

汉初董仲舒融合儒、墨、道、法各家学说而形成的“天

艺术内在精神意蕴的演变，离不开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的精神

的作用，而不同艺术作品的精神意蕴同样可以反映这个时代中人

的精神世界。两汉艺术精神嬗变的内在动因在于两汉学术思想、

思维方式、观念形态、经济模式、自然环境等等诸多方面的影响。

例如汉代思想之复杂浑融，正如西方学者也颇为感慨地指出：“今

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非常技术化的方术之学、黄老哲学和粗通

老庄的人之间的区别，很可能在那时候，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

截然清楚。”

人感应”哲学思想体系，贯穿着整个汉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着重

要的影响，以这种主流思想为背景，各种新兴思潮纷纷产生，对人

们的精神面貌和心灵境界发挥潜在的作用。傅抱石先生曾在其

《中国绘画之精神》和《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等文中简略地提到：

虽然儒教思想在政治上非常深厚，但是，促成中国艺术之发展，和

孕育中国艺术之精神的应该是道家思想。画像石上所刻画的，最

能表现当时人的思想、生活、风俗习惯⋯⋯或是理想中的乐园，或

是不可思议的境地。这纯是宗教的道德的制作，而横贯于其中的

则是道家的思想。傅先生这些提法可以说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汉代

艺术精神嬗变的原因之一

社会内部涌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包括新兴民间道教、先秦老庄及汉

初黄老道家思想的复兴，而且包括严重方术谶纬化了的儒学思想，

共同构成了一股对整个社会上下都具普遍影响力的神秘思潮，它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赛德尔《西方道教研究史》第安娜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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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交杂在一起，神秘莫测、幻想离奇，这是两汉艺术嬗变的真正思

想背景。

本书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将两汉艺术的辉煌成就

放置于其所在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去，通过对两汉艺术的嬗变把握

其精神特征，同时通过艺术精神的发展历程寻找其嬗变的依据。

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现象。



自公元前 年，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到公元 年东汉

变过

的最后一个皇帝献帝退位，前后四百二十余年的历史，是为两汉时

期。纵观这四百多年，各门类艺术大体经历了一个明显的

程，或可概括为：西汉早中期、两汉之交、东汉中晚期和汉魏之际四

个阶段。

其中西汉早中期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包括汉赋、散文、音乐和帛

画、壁画等，从这几种艺术中所反映出的都是南楚文化所具有的浪

漫精神在汉帝国建立之初的延续；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情形有所不

同，汉大赋转入模拟期，而画像石（砖）、草书、抒情小赋和五言诗萌

生于此时；东汉中晚期则散体大赋日趋衰落，各种新型艺术纷纷成

熟；汉魏之际，是两汉艺术的衰落和转化期，一些艺术样式，如画像

石和散体大赋，于此时基本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其他门类新兴艺术

如草书、抒情小赋和五言诗，继续前进到魏晋时期，并发生一定转

化，成为新时代艺术的代表。





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显的

对于汉代的艺术，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它是战国南楚文化的

延伸，故有“楚汉浪漫主义”一说。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

书中，早下定论认为：

治、经济、法律等制度方面，汉承秦制，

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

⋯但是，在意

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

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刘邦、项羽

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

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官廷

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点。楚汉文化（至少

在文艺方面

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楚汉浪漫主义

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

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①

然而，过分强调汉文化对楚文化的继承方面，则会妨碍人们对

于汉文化本身的准确定位。站在历史的角度，当我们全面审视各

种艺术在这一历史巨变时期的总体发展趋向时，就会发现，楚地的

页，安徽文艺出版社①李泽厚《美的历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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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志》言：“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

巫风、浪漫的气息固然深刻地影响了汉人的审美选择，但随着两汉

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心理结构的改变，汉代人实际上已经不完全

是某一种文化的延伸和扩大，而是展现出了全新的气质风貌，有着

独特精神追求的新型艺术的缔造者和享受者。

西汉早、中期主要包括西汉立国（前

年

年）到西汉元帝即位

，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汉（前

代基本形成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艺术相区别的独特风格，同

时也建立起了一种具有崭新风貌的艺术体系。这种新的风格和体

系主要表现在西汉早、中期相当繁荣的音乐、散体大赋方面，也表

现在当时的帛画和隶书中间。

第一，在皇家乐府机关的直接控制下，“新声变曲”、“俗歌乐

舞”成了新时代音乐的主导潮流。

西周乃至春秋，雅乐作为音乐的楷模，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至西汉初年，新声变曲上升为时代音乐的主流，雅乐反而衰微

了。《汉书

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风俗通义》卷六曰：“汉

兴，制氏世掌大乐，颇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说其义。武帝始定郊祀，

巡省告封，乐官多所增饰，然非雅正。”当时有志于复兴雅乐的河间

献王刘德，收集古乐，希望重新回到“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轨道

上去：

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

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

雅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



汉宫之楚声》也提到“楚汉之际，《诗》教已息，民间多

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

施于朝庭。

刘德所献的雅乐不过成了政教的点缀而已，实际的情况却是

郑声布满了朝廷。当然这时的“郑声”，已不同于先秦只代表一种

新型的不合传统规范的地域性音乐流派，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

涵，作为一种新型音乐体系的代名词。

赵、代、秦等地的乐调，来自西域的乐曲，共同

汉代的郑声，实际是指融合了周代雅乐的遗意，楚地的乐声，

合而为新声变曲。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有“汉兴好楚声”。《汉

高祖起于楚，故而楚声也就自然成了汉宫中最流行的一种。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文学史纲要

高帝纪》载：乐楚声”。《汉书

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

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

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同时，汉都长安，必然要受到来自秦地及周代雅颂风格的影

响。《礼乐志》载：“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用来祭祀

宗庙的《房中乐》，就是高祖时唐山夫人根据楚声，自作新辞而成。

《汉书 礼乐志》载：

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

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宪，备其箫

管，更名曰安世乐。

《房中乐》之名，班固曰：“周有房中乐。”显然是取自周的雅乐

系统。汉《房中乐》共十七章，其歌词内容以“大孝备矣，休德昭清”

礼乐志》。汉书



横吹曲辞》则谈到了这种来自异域的乐

开头，以“下民安乐，受福无疆”结束，多为模仿雅、颂。在形式方

面，有十三章为四言，另有三章为整齐的三言体，还有一章是七言

《山鬼》、《国

与三言相杂之体。据萧涤非先生考证，其三言体，正是由《九歌》中

》等篇蜕化而来，省略中间的“兮”字，即成独立的三

“些”、“只”字而成。

言体。七言的形式，则为省略了楚辞《大招》、《招魂》两篇句尾之

汉初的《安世房中乐》虽然是作为实用的宗庙

祭祀之乐而被加以创造的，但从其创立的方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楚声和周乐在汉初的融合，融合的结果是为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创造了新的歌乐形式。

乐志》

如果说，汉初还只是楚声与周乐的融合的话，至武帝时代，则

发生了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融合。除了楚声和周乐作为新乐的主

调，更吸取了全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以及来自匈奴、巴蜀等地的异

域与少数民族乐曲。例如汉时开始流行的鼓吹曲便是李延年根据

胡曲所造，《宋书 下）言：

胡角者，本以应胡茄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

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

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郭茂倩《乐府诗集

曲，经过改造，成为西汉皇帝经常应用的一种新乐曲：

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茄

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

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

奏者是也。

郊祀志》中也记载了一则李延年作为武帝时代最出色《汉书

的音乐家对于乐器的改造：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①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



班固却言武帝立乐府，实际是在强调武帝时

其春，既灭南越， 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

公卿议，曰：“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

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

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

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总之，武帝时代对于音乐的改造是全面的。其功能完备的庞

大乐府机构，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样，不仅将各地的乐声汇集到一

起，而且将雅与俗、现实与浪漫统统汇集到了一起，并进一步创造

出属于自己的伟大音乐来。

至武帝时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

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①

（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

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

之新声曲。②

这里当然不是指武帝时才开立乐府这一音乐机关，这一点已

被学界所公认。郑樵曰：“乐府在汉初，虽有其官，然采诗入乐，自

汉武始。武帝定郊祀，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则有赵、代、秦、楚之

讴，莫不以声为主。”

乐府》的注释中所说：夜诵即绎诵，⋯⋯反复推演谓之绎。

乐府机构在不断扩大，同时又加强了“采诗夜诵”的功能。关于“采

诗夜诵”，也有不同的见解，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范文澜先生在《文心

雕龙

① 《 汉 书

汉书

礼乐志》。

佞幸传》。

③郑樵《通志》卷四十九。



用来祭祀天地四方的音乐

乐府中的乐工，将从全国各地采集来的民间歌谣进行反复推演，从

中提取出精华的部分，制成新的曲调。

《十九章之歌》，正是在全面继

承、融合与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十九章》的曲调是在赵、代、秦、

楚等地民间歌谣基础上演绎、加工和提炼而成。作为新国邦新时

代最伟大的乐章，前后花费二三十年才定稿，也显示了当时人们对

这一套系列乐章的极大重视。当然其乐调在哪些方面与过去的郊

祀乐曲有所不同，今天已难以考证了，但只看那些完整地保留在

《汉书 礼乐志》中的歌词，也可推见其中的变化所在。《十九章》

歌词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各种体裁之间的交融。比如其中，有源于

楚骚体的整齐的三言七章，有蔚同雅颂的整齐四言八章，四言与七

言排列在一起的有两章，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有序排列在

一起一章，杂言一章，歌词篇幅的加长，形制的复杂多样远远超过

了前代的歌诗作品，也超过了汉初的《安世房中歌》。这说明，在歌

词的创作方面，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雅颂体，即整饬的四言，也

不完全满足于单一的楚骚体制。正是随着乐曲音调的复杂多样、

富于变化，歌诗也在追求着与之相适应的多样统一的风格。《十九

章》中有《日出入》一章，形式错落有致，被称作杂言，萧涤非先生以

为是“善歌为新变声”的李延年所制，其词曰：

，黄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

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耶谓

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

其何不徕下？

透过这首歌诗多变的句式，可以看出各地的音调词曲被不露

痕迹地融合到一起之后一种全新的无拘无束、得心应手的创造。

正如《十九章》中《景星》所唱的：“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

雅声远姚。”师古注曰：“依韦，谐和不相乖离也。飨昭：言声响之明



玉鸣，函宫吐角激

休。灵之车，结玄云。

也。姚，言飞扬也。”很好地描述了西汉盛世之下，经过广泛的融合

之后所创造的新型音乐体系的特点。

再从《十九章》的内容看，因为这一套乐曲本身并不是出自一

人之手，作者可知的有当时公认的文人才士司马相如等数十人，有

提名为“邹子”所作，也有汉武帝的即兴创作，李延年的应奉之作，

这些作品不再拘泥于周礼时代祭祀音乐典重压抑、肃穆和缓的单

调风格，而是加进了楚地巫风那种浪漫飞扬的向往，如其开篇《练

时日》中唱道：

。垂惠恩，鸿九重开，灵之

驾飞龙，羽

，虞至旦，承灵亿。

纷。灵之下，若风马，左苍龙，右白虎。灵之

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灵之至，庆阴阴，相放怫，震

澹心。灵已坐，五音

歌词弥漫着楚歌中常见的神幻色彩，还加进了个体的人关于

生命的细致入微的感受。上面提到的《日出入》一章咏叹的是世易

时移，没有穷尽，人的生命却是如此的短促。眼前春夏秋冬变化多

姿的美妙景色，却并非真正地属于我，我知道对于人来说，最令人

神往心动的，便是那永恒的仙境了，乘黄之龙，为什么还不快下来？

其内容已经超越了传统雅颂祭歌的呆板陈述，完全是一首绝妙的

抒情诗了。

加进了关于大地上祭祀盛况不厌其烦的铺叙，如《天地》一章

的后半部分：

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

殊，鸣琴竽瑟会轩朱。⋯⋯展诗应律

征清，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

用夸扬的笔触，自豪地展示着祭祀场面的宏大壮观，是富于伟

大创造精神的新声变曲。

加进了祥瑞降临时的喜悦和憧憬。汉武帝的几首即兴创作，


